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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中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元话语研究综述 

 
近十年，企业社会责任沟通问题开始引起公司重视(Arvidsson, 2010)。就社

会责任话语研究而言，其研究视角和主题都发生了改变。研究最初由商科学者主

导，聚集于 CSR 定义探析、CSR 对企业形象和绩效的影响等主题，后来逐渐聚

焦于话语本身，运用内容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等对 CSR 的主题和话语对社

会的影响进行分析。近期，相关研究引起语言学界关注，且这种跨学科研究逐渐

得到语言学界认可。 

就元话语研究而言，研究目前受到了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已成为国内外热

点研究话题。元话语的概念较为庞大，有不同学者尝试对其进行分类探讨，到现

在已经逐渐发展完善，分类框架大体分为文本元话语、视觉元话语、超文本元话

语三大类。对多种模态元话语的研究同样以上述三类为主，其中文本元话语受到

最多关注，视觉元话语、超文本元话语仍属于较为新兴的研究领域，与体裁的丰

富和科技、新媒体的发展进步有关，也是新媒体背景下不可忽视的特征。就研究

体裁而言，国内外元话语研究涉及文学、政治、新闻等体裁，对商务体裁也有学

者给予关注(如商业广告、商务邮件、企业年报等)，然而对 CSR 体裁的分析依然

有限。 

此外，过往研究表明，行业因素、历时因素、文化语境均会对 CSR 报告的

元话语使用特征产生影响，但目前，现有文献对上述影响因素的关注不足，且缺

乏对中国情景，尤其是中企英文 CSR 报告的关注。回顾和探讨上述相关研究领

域将有利于理顺发展脉络，为之后的问题提出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本篇文献综述首先基于以往研究对元话语、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话

语等进行概念界定，随后，分别对元话语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话语研究继续梳理

归纳，最后对现有研究不足进行总结评述，论证跨文化视角下中美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元话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1.1 术语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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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元话语 

元话语(metadiscourse) 1概念由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家Harris (1959)首次提出，

是人类语言交际的一种基本特征。它关注语言的反身性问题，即语言可以指代语

言，并认为此种反身性特征使语言学区别于探寻人类事务的其他各类活动。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元话语逐渐成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焦点，其在语篇中使用的普

遍性和重要性已得到研究者广泛认同。 “metadiscourse”一词由修辞学家

Williams(1981)率先使用，认为其涵盖所有不涉及命题真值或内容的信息。其撰

写的书籍 Style: Ten Lessons in Clarity and Grace 问世后，更是使元话语得到了广

泛关注，至此元话语一词便被学界普遍接受(Vande Kopple, 1985；Crismore, 1989；

成晓光，1999)。 

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元话语被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均与语言的功能性

和目的性相关(付晓丽、徐赳赳，2012)：狭义的元话语受到 Jakobson 六种语言功

能的影响，从语言本体论出发，是 “ 关于话语的话语 ”(discourse about 

discourse)(Williams, 1981)，侧重关注上述元话语的反身性问题和篇章组织功能等

微观层面研究；广义的元话语受到 Halliday 三种语言功能的影响，更具有互动性

和人际性，不仅强调篇章组织功能还突出写作者对内容的立场态度，倾向于宏观

层面研究(Hyland, 2017)。 

元话语概念也引起了符号学、哲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的关注。

鉴于其为伞型概念(an umbrella term)，不同领域学者对元话语的理解和称谓不尽

相同。符号学家和哲学家通常把元话语看作是标示(sign)和构成语篇逻辑的一部

分，认为其是较为边缘的话语表达(Crismore, 1984)；Keller(1979)从心理语言学的

角度出发，将元话语称为开场白(gambits)；Schiffrin(1980)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将

其称为元语言(metatalk)。语言学家对于元话语的表述有“meta-talk，signaling”等，

早期对元话语的认识与哲学领域对其的定义有相似之处，同样认为元话语不具有

实际意思(non-topical material)，与基本话语(primary discourse)存在不同。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受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元话语的研究逐渐开始从语言功能理

论框架的三个维度 (概念、语篇、人际)来探讨元话语的本质，现有关于元话语的

主流定义也多从功能语言学路径出发。目前，学界普遍将元话语视为作者用于组

 
1“元话语”表述由“matadiscourse”一词英译而来，起初被译为 “亚言语”(成晓光，1999)、“元话语”(李佐

文，2001)、元语篇(徐海铭，2004)等，目前“元话语”一词被使用最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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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语篇、表明话语内容立场及与读者产生互动的语言资源(Hyland & Tse, 2004)，

本文也将采用这一观点对元话语进行界定。 

1.1.2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从工业社会开始便逐步形成，其内涵一直在发展变化，与现在

的定义存在较大不同(钱德勒等，2014)。最初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强

调企业的社会职能和身份，并认为追求商业利益是其主要责任。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人们意识到企业和社会之间应该是一种伙伴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 Sheldon (1924)提出，认为企业应该在

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服务于社区社会。而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则始于 20 世

纪 50 年代 Howard Bowen 的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 一书的出

版，Bowen 也并被誉为是“企业社会责任之父” (Carroll, 1991)。国际组织方面，企

业社会责任被界定为”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贡献”(the United Nations, 2007) ，

是公司在自愿基础上将社会问题和环境保护纳入其各项业务活动中”(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过去几十年间，学者们对社会责任的定义进行了综述整理(AminChaudhry, 

2016；Dahlsrud, 2008；李国平、韦晓茜，2014)，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重心

发生了变化，但总体共性大于差异。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如 Davis (1960) 认为

CSR 是指能为企业带来长期经济利益的行为；Elkington(1997)提出企业应遵循经

济责任、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的概念；Carroll(1999: 

292)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如投资者、员工、客户、供应商、政

府、社群等)负有的经济、法律、道德以及慈善四个方面的责任，能够体现企业最

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诉求。这一定义覆盖面较为全面，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

同(董进才、黄玮，2011；钱德勒等，2014)，本文也将基于此观点定义企业社会

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在二十一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其背景为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严峻形势遭受到了

国外批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自此受到重视(Gao, 2009)。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理

念并不完全是舶来品，中国的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于传统商业伦理和优秀传统文化，

并受到儒家等思想影响，体现为“诚实守信、平等竞争、经世济民、乐善好施”等，

是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形成的雏形和基础，有着正面的示范效应(钱德勒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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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国外 CSR 内涵类似，在加入世贸之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内涵主要是

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而目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企

业社会责任内涵也逐步规范化并与国际接轨。 

企业社会责任对应的英文表述较为多样，如“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citizenshi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等，不同表达各有侧重但可以进行概念互

换(Montiel, 2008)，本研究采取的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一表述。 

1.1.3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是企业对所做社会责任相关内容进行陈述的话语表达。鉴

于社会现实需通过话语构建，关注企业如何用语言表述其社会责任，与审查企业

的实际履责行为同等重要(Tang, 2015)。企业常通过预判利益相关者的期望，阐明

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制定、部门管理、具体实施等过程，旨在为受众提供真实和

透明的信息，战略性地传达其社会责任。 

通过 CSR 话语进行履责信息披露，企业可实现与利益相关者良好沟通，是

建立公司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基础(Nielsen & Thomsen, 2007)。现今，企业社会责

任话语传播也已经成为职业沟通(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中愈发重要的一部

分 (Yu & Bondi, 2017)。 

1.1.4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公司用于传播其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重要渠道之一，也

被称为“可持续性报告”(sustainability report)、“企业公民报告”(corporate citizen 

report)、“企业责任报告”(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等。CSR 报告是一种特定

类型的公司报告文件，以纸质或电子版形式发行，用类似于财务报告的方式提供

关于公司商业活动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Hetze & Winistörfer, 2016)，以证明

企业在运营和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关注和重视社会与环境问题。根据全球报告

倡议组织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2019 年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

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应“传达组织对环境、社会和经济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可获取和可比较的信息(p.3)。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通常按年度发布于企业网站，方便利益相关者及时了解企

业的 CSR 履责情况及目标，使企业能够低成本实现与利益相关者的及时沟通

(Tate et al., 2010)。如今，在官网发布电子版 CSR 报告已经成为大型企业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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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沟通的标准实践。报告通常结合叙述性文本、定量数据和多模态要素(Fuoli, 

2018)，被认为是一种混合体裁，常在汇报公司实际业绩、所做事务的同时宣传公

司的利益倾向和价值观点，旨在引导和说服目标受众(Bhatia, 2012, 2013; Bondi, 

2016)。此外，CSR 报告一直被视为建立良好企业声誉、提高财务业绩的工具(Pérez, 

2015)，有助于将企业行为合法化(Fuoli, 2012)。 

合法化理论(legitimacy theory)依托于社会契约概念，理论的假设前提为，存

在一个社会契约来支配商业活动和社会之间的关系(Shocker & Sethi, 1973)。为了

获得合法化从而继续存在和发展，各组织的行为应该在可接受和可取的社会制度

范围内，即企业的价值体系与其所处社会的价值体系一致时才取得合法性地位

(Shocker & Sethi, 1973)。而违反社会契约可能对企业产生若干负面影响，包括消

费者对其产品的需求减少，获得劳动力供应和金融资本的机会受到限制，以及政

府实行更严格的管制和控制(Brown & Deegan, 1998; Deegan etal., 2002)，可能会

威胁到组织的合法性。在实现合法化的过程中，企业沟通和信息披露起着基础性

作用(Fuoli, 2012)。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企业社会和环境责任意识不断上升，披露企业社会责任

信息或发布 CSR 报告成为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对话的一部分，有助于企业行

为合法化和提高企业声誉与形象 (Fuoli, 2018; Michelon, 2011)。这其中，因不同

行业的主要目标利益相关者不同，对企业的合法化要求也存在差异，因而会对企

业 CSR 话语的语言风格和词语选择产生影响。例如，Fuoli(2012)对英国石油公

司和宜家公司 CSR 话语的研究发现，两者的语言使用和所塑身份存在较大差异，

并将其归因为行业不同的目标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差异性合法化诉求。具体来说，

英国石油公司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依赖私人资本注入和受到政府的持续监督，

因而公司的 CSR 沟通主要围绕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需求展开，在话语表述多进

行预测和表达观点，将自己塑造为权威专家形象，以获取利益相关方信任和获得

更多自主权；而宜家公司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为顾客，企业在话语表述中多展现美

好的愿景和对利益相关者的关心关切，以拉近情感关联和获取认可。除行业因素

外，文化环境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合法化实现的标准和要求存在不同，进而对 CSR

话语使用产生重要影响。据此，合法化理论尤其适合本文的跨文化研究，可以为

本研究中美不同行业企业 CSR 报告中元话语资源的使用动因、交际内涵提供有

价值的观点与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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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元话语研究 

研究显示，自 2006 年开始，国外元话语研究不断增加，2013 年之后更是引

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呈现出总体持续上升的态势(张丹丹、张敬源，

2020)。特别是近年来，逐渐开始出现以视觉等多种模态为主的研究(Hyland, 2017)。

正如多模态领域的研究者所强调的，鉴于人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生产和交流，人

们很难只通过语言手段理解并传递意义(Kress & Van Leeuven, 2006)，交际领域

的视觉转向使我们意识到元话语研究应被看作更为开放的范畴，不可忽略非语言

或伴随语言的多模态元话语研究(徐立红，2016)。目前，多模态符号资源在 CSR

话语中的作用开始受到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话语研究呈现出多模态转向(邓谊、

冯德正，2021)。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多模态元话语主要有文本元话语(textual 

metadiscourse)、视觉元话语(visual metadiscourse)和超文本元话语(hypertextual 

metadiscourse)三类。 

本节主要从元话语研究的分类框架、体裁类型、历时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回顾。

鉴于商务体裁仍非元话语研究的主流，现有研究数量依然有限，为对元话语研究

的现状进行全局概览和整体把握，本部分综述范围将扩大为整个元话语研究领域，

不局限于对商务体裁元话语的分析。 

1.2.1 元话语研究分类框架 

1. 文本元话语 

如前文所述，元话语为伞型概念(umbrella term)，因此关于它的分类学界有

众多讨论(见表 2.2.1 )。2对文本元话语的分类最早可追溯于 1975 年，Meyer (1975)

认为元话语是与主题内容无关的表达，并将其分为四大类(the structure of relations; 

abstracted from content while occurs later; summarizes statements; pointer words)。早

期对元话语的分类通常比较粗略，有较多概念重叠，科学性有待考证。经过语言

学家们的不懈探索和讨论，最终产生了一些较受推崇的成熟理论，以 Crismore 

(1983)之后所提出的框架接受度最为广泛。如 Hyland &Tse(2004)，Hyland(2005)，

Ädel(2006)，Vande Kopple (1985)，Crismore et al(1993)，Dafouz-Milne(2008)所提

出的元话语分类，下文将按时间顺序依次进行阐述。 

 
2也有一些基于语用学视角下的元话语分类，基于关联理论或合作原则探究元话语的使用如何有助于人们

理解文本(如 Ifantidou 2005；Abdi,et al. 2010)，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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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de Kopple (1985)通过借鉴 Lautamatti (1978)和 Williams (1981)的分类将

元话语分为篇章元话语 (textual metadiscourse) 和人际元话语 (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两大类；Crismore et al (1993)受到 Halliday 三大元功能的启发，同

样将元话语分为篇章元话语和人际元话语两个范畴。可以看到，上述学者的分类

都部分受到 Halliday 功能语言学的影响，采用“textual”和“interpersonal”等表达对

元话语进行划分，以符合其语篇和人际元功能。然而，Hyland & Tse (2004), 

Hyland(2005)并未采纳这一观点，其认为所有元话语都是人际性的。Hyland 的元

话语分类框架包括两部分，即文本交互型元话语(interactive resources)和人际互动

型元话语(interactional resources)。前者引导读者理解语篇，后者引导读者介入互

动，也是目前被使用最为广泛的元话语研究框架，是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有机

结合(何中清、闫煜菲，2020)。可以看到，从早期将元话语功能与人际和语篇元

功能直接对等到目前将人际和语篇元功能均纳入元话语的人际模式中，元话语研

究主要是从功能语言学视角出发(张丹丹、张敬源，2020)。 

在其之后，较有影响力的是 Ädel(2006)和 Dafouz-Milne (2008)的分类。

Ädel(2006)根据 Jackobson 的六种语言功能进一步提出反身元话语(reflexivity 

metadiscourse)的概念，认为应当从篇章(text-oriented)、作者(writer-oriented)和读

者(reader-oriented)等方面综合地来考察元话语；Dafouz-Milne(2008)则针对新闻

语篇提出了元话语分析框架，同样包括篇章元话语(textual metadiscourse)和人际

元话语(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两部分。 
表 1.2.1 元话语理论汇总 

元话语理论 分类 具体项 

Meyer (1975) Four types of non-content signaling 

the structure of relations; abstracted from content 

while occurs later; summarizes statements; 

pointer words 

Lautamatti (1978) five types of non-topical material 
discourse markers, illocution markers, modality 

markers, attitude markers, commentary markers 

Williams (1981) three broad categories  
hedges and emphatics; sequencers and 

topicalizers; attributors and narrators 

Williams (1983) three broad categories 
advance organizers, connectives; interpersonal 

discourse 

Crismore (1983) 
informational matadiscourse goals, perviews, reviews, topicalizers 

attitudinal matadiscourse saliency, emphatics, hedges, evaluatives 

Vande Kopple 

(1985) 

textual metadiscourse 
text connectives, code glosses, illocution markers, 

narrators 

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 validity markers, attitude markers, commentary 

textual metadiscourse Textual markers, interpretative 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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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话语理论 分类 具体项 

Crismore, 

Markkanen 

&Steffensen (1993) 

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 
hedges, certainty, attributors, attitude markers, 

commentary 

Vande Kopple 

(2002) 
six broad categories 

text connectives, code glosses, illocution markers, 

epistemology markers，attitudemarkers， 

commentary 

Hyland (1998, 1999, 

2000) 

textual metadiscourse 
logical connectives, frame markers, endophoric 

markers, evidentials, code glosses 

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 
hedges, emphatics, attitude markers, relation 

markers, person markers 

Hyland&Tse (2004) 

Hyland (2005) 

interactive resources 
transitions, frame markers, endophoric 

markers,evidentials, code glosses 

interactional resourcees 
hedges, boosters, attitude markers, engagement 

markers, self-mention 

Ädel (2006) reflexivity metadiscourse 

Text-oriented metadiscourse, Writer-oriented 

metadiscourse, Reader-oriented 

metadiscourse,Participant-oriented metadiscourse 

Dafouz-Milne (2008) 

textual metadiscourse 

 

interpersonalmetadiscourse 

Logical markers ，Sequencers，Reminders，

Topicalisers，Code glosses，Illocutionary 

markers Announcements 

Hedges，Certainty markers，Attributors，

Attitude markers ，Commentaries  

就研究框架的应用与研究对象而言，使用 Hyland & Tse(2004), Hyland(2005)

分类框架进行研究的语料最为多样，研究对象涵盖学术语篇、新闻语篇、口语语

料、商务语篇、政治语篇；而使用 Vande Kopple(1985)分类框架的相关研究多针

对学术语篇、文学语篇、口语语料等；使用 Ädel(2006)分类框架的相关研究以学

术语篇、新闻语篇、文学语篇为主；而使用 Dafouz(2008)分类框架的相关研究则

以新闻语篇为主，具有一定倾向性。 

在国内外语学界的元话语研究中，成晓光、李佐文、杨信彰等均为我国最早

关注元话语研究的学者。涉及到中国学者提出的元话语理论分类时，徐赳赳(2006)

和李秀明(2007)所提出的元话语分类应用最广泛。徐赳赳(2006)将元话语分为词

汇元话语(词语和短语)、标点元话语(标点、括号、下划线等)、视觉元话语(视觉

块、风格等)三类；李秀明(2007)将元话语分为话题结构标记语、衔接连贯标记语、

证据来源标记语、注释说明标记语。前者分类框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新闻和文学

语篇；后者分类框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新闻语篇。然而，两者所提元话语分类的

国际影响力有限，且多用于新闻文本，对本研究的适用性不高。鉴于 Hy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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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 (2004), Hyland(2005)的人际元话语模式主导着国内外元话语研究(张丹丹、张

敬源，2020)，且也唱 5 见用于对商务语篇的分析，本文将采用这一框架对中美

企业 CSR 报告的文本元话语使用特征进行对比研究。 

2. 视觉元话语 

国外学者 Kumpf (2000: 402)提出了视觉元话语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可满足读

者视觉需要的元素，因为“视觉因素也构成了语篇”，具体包括 10 种视觉元话语

类别：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惯例(convention)、分量(left)、视觉块(chunking)、

外部构架(external skeleton)、一致性(consistency)、成本花费(expense)、吸引力

(attraction)、解释(interpretation)、风格(style)。他的研究极具启发性，把元话语分

析从单纯的文本分析中跳脱出来，可应用于多种语境和体裁，为此领域的研究带

来了新的视角，也常被学者用于研究(如 D’Angelo, 2016；王帅 等，2021；徐立

红，2016)。然而，此分类并不完善，各项间存在概念的重叠，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González, 2005)。 

此外，De Groot et al(2016)基于 Hyland(2005)的分类提出了视觉元话语分类

框架，包括过渡标记语(Transitions)、引证标记语(Evidentials)、解释标记语(Code 

glosses)等文本交互型视觉元话语；强势语 (Boosters)、态度标记语 (Attitude 

markers)、介入标记语(Engagement markers)、自指语(Self-mention)等人际互动型

视觉元话语。其框架的提出基于对企业年报这一商务体裁的分析，分类较为系统

且与 Hyland(2005)的文本元话语框架具有较强关联度，因此，本文将基于此分类

框架对 CSR 报告进行视觉元话语分析。 

3. 超文本元话语 

超文本元话语是伴随新媒体的发展出现的新兴元话语形式。González(2005)

在对商业网站中导航式信息进行的多模态元话语研究发现，超链接对引导读者起

着重要作用，并提出超文本元话语 (hypertxtual metadiscourse)这一术语。

González(2005)将超链接分为三种，分别实现不同的元话语功能。第一种为导航

链接(navigation links)，与元话语的内指标记语相对应，使读者定位到文本的其他

内容；第二种为拓展链接(expansion links)，与元话语的解释标记语相对应，对文

本内容给出进一步解释或详细信息；第三种为资源链接(resource links)，与元话

语的引证标记语相对应，导向文本或公司网站外的其他资源。此种超文本特征在

除网站外的其他多模态体裁中也有体现。如 Catenaccio(2011)对欧美企业 CSR 报

告的研究发现，其语步结构之间的关联较为分散独立，并将其归因于 CSR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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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化和多模态超文本特征(hypertextual)；Catellani (2015)的研究发现，自 2009

年起超文本形式开始出现在欧洲国家 CSR 报告中。鉴于本文在对样本的预调研

中同样发现了大量超文本特征，因此也将依据此框架对中美企业 CSR 报告中的

超文本元话语进行分析。 

1.2.2 元话语研究体裁 

体裁是元话语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张丹丹、张敬源，2020)，主要分为

口语和书面语两大类。口语体裁方面的研究较少，包括大学生口语语料库(林维

燕、何安，2012)、教师课堂元话语(郭红伟、杨雪燕，2020)等。书面语研究方面，

教育语言学为元话语研究主流(Hyland, 2017)，多关注元话语在学术语篇(Hyland 

& Tse, 2014)与学生写作(徐海铭，2004)中的应用，与研究者通过 Citespace 可视

化工具对现有国外 SSCI 期刊元话语研究进行的分析结果一致。 

 

图 1.2.1  SSCI期刊元话语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 

元话语体裁以学术语篇为主导且类型较为单一的问题已成为学界共识

(Hyland, 2017; 司炳月，2014)。近年来学者们也不断进行尝试和探索其他书面语

研究体裁，如新闻语篇(柳淑芬，2013)、政治语篇(穆从军，2010)、法律语篇(Davies, 

2018)等。Hyland(2017)对最近元话语研究的回顾也表明，除了学术语篇之外，元

话语研究在新闻媒体和商务话语传播研究中也取得了进展。就商务体裁而言，国

际学界已对其元话语研究进行关注，具体涉及广告、邮件、年报、环境报告等(见

表 2.2.2)。 
表 1.2.2  国际商务体裁元话语的代表性研究 

研究对象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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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Fuertes-Olivera (2001) 

企业网站 González(2005),Pérez(2014) 

邮件 Vergaro(2004), Jensen(2009), Carrio-Pastor & Calderon(2015), Ho(2018) 

电话会议 Pang and Chen(2018) 

年报 
Hyland(1998), De Groot et al(2016), Liu(2017), Aerts & Yan(2017), Huang & 

Rose(2018), Lee(2020) 

环境报告 Skulstad (2005) 

就广告体裁而言，研究聚焦于女性杂志中标题构建的元话语特征，表明文本

元话语和人际元话语都有助于写作者在文本中传达具有说服力的信息(Fuertes-

Olivera, 2001)；就企业网站而言，González(2005)分析了商业网站导航式信息的

元话语特征；就邮件体裁而言，研究探讨了促销信函(Vergaro, 2004)、谈判邮件

(Jensen, 2009)、沟通邮件(Carrio-Pastor & Calderon, 2015; Ho, 2018)中的元话语使

用；就电话会议体裁而言，研究分析了中国企业和国际企业在英语电话会议中元

话语使用的频率和功能(Pang & Chen, 2018)。 

就年报体裁而言，研究基本上聚焦于对其中致股东信的研究。如 Hyland(1998)

以 137 份国际及香港公司年报中的致股东信为研究对象，分析管理者如何通过元

话语的使用影响读者，在公司年报中塑造积极的个人和企业形象，并运用了访谈

法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论证；Pérez(2014)探究了西班牙和美国玩具企业网站元话

语策略的使用差异及跨文化影响因素；De Groot et al(2016)比较了荷兰和英国公

司英文年报的元话语使用特征；Liu(2017)对比了中美金融企业股东信中人际互动

型元话语的出现频率及其修辞功能；Aerts & Yan (2017)从修辞角度探讨了美国和

英国企业的致股东信如何使用元话语策略实现企业印象管理；Huang & Rose 

(2018)探讨了中国和美国银行企业年报中英文版股东信内元话语的主要使用特

征与异同；Lee(2020)分析了中美企业年报中致股东信内强势语(boosters)和模糊

限制语(hedges)的使用。 

国内研究方面，商务语篇的元话语研究十分有限，仅有如谢群(2012)探究了

元话语在真实商务谈判话语中的作用和地位；黄莹(2012)对中西共 12 家银行英

文年报总裁信中的元话语进行分析，发现西方总裁信中使用较多使用人际互动型

的元话语，中国总裁信中使用较多文本交互型元话语；胡春雨和李旭妍(2018)从

修辞学角度出发，对中美 IT 行业企业英文年报中元话语使用进行对比分析，主

要选取腾讯和亚马逊两家企业，发现美企元话语的总体使用频次显著高于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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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元话语在商务体裁中的应用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重视，并以企业

年报最受关注，可能受到 Hyland(2005)在 Metadiscourse: Exploring interaction in 

writing 书中对元话语在企业年报体裁中适用性的肯定及所做研究展望。而目前，

作为从年报中独立出的商务语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却未受到广泛关注。仅有如

Skulstad(2005)对环境报告(environmental report)这一 CSR 报告的前身和初级版本

进行的分析。该研究探讨了元话语在英国企业环境报告引言部分的运用，并与年

报中的总裁信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元话语在企业环境报告这一新兴文体中发

挥重要作用，可用于引导读者，其使用特征与元话语在企业年报这一传统语篇中

的使用存在不同。Skulstad(2005)的研究为本文 CSR 报告中的元话语使用奠定了

基础，然而，该研究仍局限于对 16 份报告的质性分析，未使用语料库工具进行

大规模探讨，且只将报告的前言部分内容纳入研究，未对完整版 CSR 报告的元

话语使用特征进行整体性考察。因此，本文将选取 40 家中美企业的英文 CSR 报

告为研究对象，利用语料库分析工具对其元话语使用特征及异同进行大规模对比

研究。 

1.2.3元话语历时研究 

元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也引起了学者关注，历时研究逐渐兴起(付晓

丽、徐赳赳，2012)。如在学术语篇中，Hyland & Jiang (2018)选取 1965 年、1985

年和 2015 年三个时期四个学科的研究论文，对其中元话语的使用数量变化情况

进行分析；Gillaerts & Velde (2010)则以十年为一间隔，探究了 30 年间人际互动

型元话语在研究论文摘要中的使用变化。在二语习得领域，Crosthwaite & Jiang 

(2017)比较了二语写作教学前中后不同时期二语学术立场特征的变化；Kibler et 

al (2014)分析了三名西班牙语英语学习者四年内的第二语言口语使用模式历时演

变；就新闻与政治语篇而言，Chaemsaithong (2013)探究了早期新闻语篇序言部分

的互动维度；Zhang(2010)运用自然话语史(NHD)视角中的元话语和实体化两个概

念，考察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秩序的国家领导人话语重构。 
表 1.2.3  元话语部分历时研究文献 

研究类型 文献来源 年份 跨度(年) 是否分段 间隔时间 

元话语历

时研究 

Chaemsaithong 2013 1566-1621 55 否 55 年/周期 

Hyland & Jiang, 2018 1965-2015 50 是 20-30 年/周期 

Gillaerts&Velde, 2010 1977-2007 30 是 10 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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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2010 1978-2008 30 是 10 年/周期 

Gillaerts& Velde, 2011 1996-2008 12 是 1 年/周期 

涉及到商务语篇时，Jensen(2009)对丹麦企业与台湾企业为期三个月商务邮

件谈判中的话语策略使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发现随着信任的建立和权力关系的改

变，双方元话语策略的使用发生了变化；Gillaerts & Velde (2011) 分析了比利时

富通银行年报总裁信中元话语使用的历时演变，发现各类标记语的使用在 13 年

间均存在着较大变化，且企业会依据不同经济环境和时代背景采用差异化的元话

语沟通策略。 

上述对元话语的历时研究均显示出其在不同时期的使用差异，并凸显出社会

环境因素对元话语使用的影响，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目前，对商务语篇

中元话语使用进行历时分析的研究在数量和体裁上都存在局限，少见对于 CSR

话语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以中美企业 CSR 报告为研究对象，对其中元话语资

源词的使用进行历时分析，以揭示报告中元话语使用的发展变化特征。 

1.2.4 研究小结 

(1) 元话语研究框架 

元话语研究框架分为文本元话语、视觉元话语、超文本元话语三类。文本元

话语方面，现今被使用最为广泛的研究框架多从词汇和反身性层面出发，并以

Hyland &Tse(2004)，Hyland(2005)的框架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视觉元话语方面，

以 Kumpf(2000: 402)和 De Groot et al(2016)提出的分析框架为主，且后者的框架

分类更为系统科学，并与 Hyland(2005)的元话语分类联系较为紧密；超文本元话

语方面，相关研究较少，其中 González(2005)基于企业网站的研究将超链接分为

三种，分别实现不同的元话语功能，对本文有较大的启发意义。本研究将在综合

各框架特征及优势的基础上，结合语料特点，分别基于 Hyland & Tse(2004)，

Hyland(2005)的文本元话语分析框架、De Groot et al(2016)的视觉元话语分析框架、

González(2005)的超文本元话语分析框架探讨中美企业 CSR 报告的多模态元话

语特征。 
(2) 元话语研究体裁 
体裁是元话语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回顾文献对元话语研究体裁后发现，

现有元话语的研究体裁仍以学术语篇为主导，虽然对商业广告、企业来往邮件、

电话会议、年报等商务体裁均有涉及，但对 CSR 报告体裁的关注不足。仅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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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一篇研究对环境报告(environmental report)这一 CSR 报告前身的元话语特征进

行分析(Skulstad, 2005)，但该研究仍局限于对报告前言部分的质性分析，未使用

语料库进行大规模探讨，也无法体现 CSR 报告内元话语的整体性使用特征。本

研究将运用语料库工具对中美企业 CSR 报告的元话语特征进行大规模、整体性

分析。 

(3) 元话语历时研究 

历时研究已成为元话语研究的趋势之一。上文对元话语历时研究的回顾均发

现，不同时期的元话语使用存在差异，并显示出社会环境因素对元话语使用产生

的影响，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现有相关历时研究仍不多见，且集中

于学术论文、学生写作等教育语言学领域，对商务语篇的历时研究不足，也未涉

及 CSR 报告体裁。因此，本研究将在过往元话语历时研究的基础上，对中美企

业 CSR 报告中的元话语特征进行历时分析，并关注社会环境影响因素与元话语

使用之间的互动和关联。 

 

1.3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研究 

在 1980 年之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多局限于商科学者对 CSR 定义

概念的探讨，后实证研究开始兴起，多探究 CSR 的预测因素、对商业的影响 

(Aguinis & Glaas, 2012)，或论述利润最大化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与对立(Laine, 

2010; Nielsen & Thomsen, 2007)等。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开

始关注 CSR 话语本体内容，相关研究出现了话语转向。与之对应，CSR 话语研

究也由商科视角出现了语言学视角的转变，相关研究的主题愈发多样。本节将从

研究视角、研究主题、行业对比、历时研究四个方面对 CSR 话语研究进行回顾，

并对现有文献的贡献与不足进行评述。 

1.3.1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研究视角 

过往关于 CSR 话语的研究多从商科视角出发，运用合法化理论、身份理论

等关注企业如何通过具体话语使用应对变化与危机，回应公众期待(Herzig & 

Moon, 2013；Joutsenvirta, 2009)。鉴于话语是 CSR 表达的重要媒介，近十年来，

人们开始从话语层面分析 CSR 报告(Sun et al., 2018)，以便对其进行深入透彻的

探讨。相关研究引发了商科、传播学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如研究者分析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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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报告如何在宏观和微观话语层面构建，以促进企业内部(如员工和股东)和外

部(如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形象(Mason & Mason, 2012)；对尼日利亚石油公司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探讨其中的话语使用如何有助于塑造负责任

的企业形象(Nwagbara & Belal, 2019)。 

随后，这一体裁也引起了语言学学界关注，学者们开始运用语言学理论和方

法分析 CSR 文本中的具体话语使用，相关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视角的转变。语言

学在此领域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发文数量的增多，也体现在语言学期刊对其的接受

度。如之前语言学学者对 CSR 话语进行分析的研究多发表于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等商科和传播学期刊(e.g. Mason 

& Mason, 2012; Rajandran, 2018; Sun et al., 2018)，现在此类研究也受到了 Journal 

of Pragmatics，《外国语》、《现代外语》、《中国外语》等国内外主流语言学

期刊的认可(如 胡开宝、盛丹丹，2020；Lin, 2021; 史兴松、牛一琳，2022；夏

蓉、徐珺，2020)，本文也将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对 CSR 报告的元话语特征进行探

究。 

1.3.2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研究主题 

对企业社会责任话语的研究分为商科领域和语言学领域两大类。商科学者的

研究主题主要涉及 CSR 话语对企业效益、企业形象的影响与 CSR 话语的顾客感

知，如探究 CSR 话语表达对企业绩效的作用(Arendt & Brettel, 2010)、CSR 话语

如何用于应对气候危机或突发事件(Lauwo et al., 2020; Yin et al., 2015)、消费者对

CSR 话语内容的感知和偏好(Stanaland et al., 2011)等。相较而言，语言学领域的

学者们多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或体裁分析法，从互文性(Bhatia, 2012, 2013；邓鹂鸣、

周韵，2020；Rajandran, 2018)、隐喻认知(Sun et al., 2018；Yu, 2020)、生态语言

学(Fernández-Vázquez & Sancho-Rodríguez, 2020；夏蓉、徐珺, 2020)、翻译学(胡

开宝、盛丹丹, 2020)、合法化(Lin, 2019)等视角分析 CSR 话语，为语言学视阈下

的 CSR 话语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 CSR 话语自身使用特点、话语与环境的关联等，

探讨话语内部关联性及与受众互动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写

作者立场(stance)这一具有受众互动性的主题切入，例如 Fuoli 分析了评价性立场

资源在英国石油公司、宜家家居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使用情况(2012)；此外还对

比了四家欧美企业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立场资源词的使用及其对跨国企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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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影响(2018)；Hart (2014)探讨了可口可乐、耐克和雀巢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中立场资源的合法化功能；Aiezza (2015)探究了立场资源词在 67 个英语及非英

语国家能源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具体使用。然而，上述从立场视角进行的 CSR

话语研究仍未考虑到连接文本篇章内部结构的文本交互型(interactive resources)

表述，未能体现文本篇章内的互动关系。鉴于元话语兼有表达话语内部关联性及

与受众互动关系两方面的功能，本文将从元话语主题出发，更为系统全面地分析

中美企业 CSR 报告的话语表征。 

1.3.3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行业对比研究 

不同企业的行业属性特征不尽相同，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因

素(Kolk et al., 2001)，企业是否与顾客有密切关联，是否为环境敏感型产业等因

素都可能影响 CSR 信息披露(Fernandez-Feijoo et al., 2014)。已有学者关注到了

CSR 话语的行业差异并进行探究。 

Gao(2009)对不同行业的 CSR 报告比较后发现，行业差异会对社会责任话语

内容产生影响。如制造业公司会表述更多法律和道德责任，能源业公司更倾向表

述道德和慈善责任，作者将其归因于企业所处行业的目标利益相关者存在不同。

鉴于此，Gao(2009)认为，未来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探讨时应对行业加以限定和

区分；Fuoli(2012)对英国石油公司和宜家公司两个分属不同行业公司 CSR 话语

的研究则发现，因主要利益相关者不同，两者的语言使用和所塑身份形象存在较

大差异，前者展现出权威专家形象，而后者则更多展现出体贴关怀的一面。 

而目前，CSR 话语相关研究仍聚焦于某一特定行业(e.g. Aiezza, 2015; Bhatia, 

2013; 胡开宝、盛丹丹 2020；夏蓉、徐珺，2020)或未进行行业区分(Tang et al., 

2015; Pang et al., 2018)，对 CSR 话语进行行业对比分析的研究仍不多见。考虑到

数据可得性、代表性等因素，本研究将选取中美能源业和制造业企业进行对比分

析，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 CSR 报告的文体特征，揭示不同行业中 CSR 话语的特

点和规律。 

1.3.4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历时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的历时研究旨在探讨和解释 CSR 话语的主题内容和具体

表述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其研究意义与重要性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

同(Rajandran, 2018; Yu & Bondi, 2017)。目前关于 CSR 沟通的历时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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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anto(2019)的统计发现，截至 2019 年只有约 7 篇对 CSR 话语进行的历时研究。

本文对 CSR 话语历时研究进行梳理后进行如下汇总(见表 2.3.1)。 

表 1.3.1  CSR话语历时研究文献 

研究类型 文献来源 年份 跨度(年) 是否分段 间隔时间 

CSR 话语

研究 

Tengblad& Ohlsson, 2010 1981-2001 20 是 10 年/周期 

Laine, 2010 1987-2005 18 是 5 年/周期 

Hetze&Winistörfer, 2016  2000-2012  12 是 1 年/周期 

Jaworska& Nanda, 2016 2001-2013 12 是 1 年/周期 

Catenaccio, 2011 2000-2007 7 否 1 年/周期 

Del Bosco, 2017  2003-2011  8 否 8 年/周期 

Szántó, 2018  2009-2017  8 否 8 年/周期 

Smith, 2017  2011-2015  4 否 4 年/周期 

Tang et al, 2014  2008-2012  4 否 4 年/周期 

Basil & Erlandson, 2008  2003-2006  3 否 3 年/周期 

Mann et al, 2014  2011-2012  1 否 1 年/周期 

现有 11 篇历时研究主要以 CSR 发展较为成熟的欧美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

如 Basil & Erlandson (2008)分析了 50 家加拿大公司的样本在 2003 年至 2006 年

间的 CSR 话语披露，发现企业在官网中展示 CSR 活动的频率急剧上升；Tengblad 

& Ohlsson(2010)通过对瑞典 15 家大型公司在转型变革时期年报内 CEO 信函进

行文本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从全国性的问题转变为国际性话题；Laine 

(2010)对芬兰 3 家大型公司在近 20 年间公布的社会信息披露进行分析，发现可

持续性发展已从亟需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转变为可行的、客观的、企业日常例行

活动；Catenaccio(2011)对 150 份欧美企业 CSR 报告话语在七年间的变化发现，

CSR 内容的主题范围不断扩大，反映出 CSR 的概念越来越丰富和多面，并呈现

出标准化趋势；Mann et al (2014)则发现美国服装零售商 CSR 沟通的主题重心甚

至在一年间便发生了改变，并认为企业的 CSR 话语受到当年政策的影响，这也

提醒我们在研究中注意社会政策因素对 CSR 话语表达的解释力；Del Bosco(2017)

对意大利企业历时 8 年的 CSR 话语的研究发现，其社会责任沟通主题更加多样

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也逐年增加；Szántó (2018)在他的研究中还表明，匈牙利大

型公司的线上 CSR 沟通愈发活跃，所讨论的话题和主题较八年前更为广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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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在企业网站披露企业履责行为。上述研究均证实了历时研

究的意义和社会环境因素对 CSR 话语的影响。 

在亚洲语境中，Hetze & Winistörfer (2016)比较了不同大洲之间 CSR 的历时

披露情况。通过查看各大洲银行公司官网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现，在初始阶

段，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银行企业参与的 CSR 活动多于亚洲和非洲银行企业，

但在 2011 年左右亚洲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便达到了全球平均水平。这种

CSR 报告内容规范化的趋势在中国语境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发现，如 Tang et al 

(2015)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CSR内容主题在2008—2012年间愈发丰富和统一，

与美国企业逐渐一致。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到，亚洲的企业社会责任虽然起步晚但相关话语内

容一直在变化发展，与欧美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中国

已经历近 15 年的发展，其语言使用的变化和历程如何值得回顾总结。因此，本

文将选取 2005—2019 年间中国企业的英文 CSR 报告进行分析，且与美国企业对

标，以解释 CSR 话语使用的发展变化，并为我国企业 CSR 报告撰写提供启示参

考。 

1.3.5 研究小结 

(1)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视角 

过往关于 CSR 话语的研究多从商科视角出发，而随着人们对于 CSR 认识的

加深，学者们已开始关注 CSR 的内容本身，出现了 CSR 研究的话语转向和由商

科视角到语言学视角的转变。近年来，相关研究也逐渐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和认

可，为本文从元话语这一语言学视角对 CSR 话语进行分析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2)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研究主题 

虽然语言学视角下的 CSR 话语研究已引起学界重视，但从元话语视角出发

进行分析的较少，对话语内部关联性及与受众互动关系的关注不足。虽然有学

者从立场这一互动性视角进行分析，但其缺乏系统性，未考虑到连接文本篇章

内部结构的元话语表达。因此本研究将从文本交互性和人际互动性两方面对中

美企业 CSR 报告的元话语表达进行分析。 

(3)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行业对比研究 

企业的行业属性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然而目前 CSR

话语相关研究仍聚焦于某一特定行业或未进行行业区分，对 CSR 话语进行行业

对比分析的仍不多见。因此本研究将对中美能源和制造企业进行对比分析，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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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关话语表达的行业差异性，增加语言学视角下 CSR 话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也为中国企业 CSR 报告的撰写提出更有行业针对性的建议。 

(4)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历时研究 

上文重点回顾了不同国家地区内的 CSR 话语历时研究，发现 CSR 主题内容

会随时间的改变发生变化，并证实了社会环境因素会对 CSR 话语表达产生影响。

但目前，相关历时研究的数量不多，且多聚焦于欧美等 CSR 发展较为成熟完善

的西方国家，对亚洲乃至中国语境下的历时研究不多见。但从少量相关研究中可

看出，亚洲国家的 CSR 报告不断趋于完善，已接近国际平均水平。因此，对中

国企业近 15 年 CSR 报告进行历时研究将有利于揭示其变化发展，并通过与美企

的对照探究国内企业 CSR 话语的本土化特征，不断提升和完善我国企业英文

CSR 报告的话语表达。 

 

1.4 跨文化语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元话语研究 

不同文化语境下企业社会责任话语、元话语的多元化表现已引起学者广泛关

注。本节将回顾企业社会责任话语和元话语相关跨文化对比研究，进而为本文的

企业 CSR 报告元话语跨文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借鉴。 

1.4.1 企业社会责任话语跨文化研究 

企业的社会责任被普遍认为具有文化独特性(Hartman et al., 2007)。商科视角

下，CSR 跨文化研究多探讨不同文化背景内顾客、员工对 CSR 工作的感知。而

针对企业 CSR 话语的跨文化研究则主要探究文化差异对 CSR 内容和话语披露的

影响，旨在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实施和沟通，以及企业如

何对不同国家利益相关方的要求进行回应。 

目前，相关研究多属于文化语境下 CSR 话语的比较研究，如 Livesey & 

Kearins(2002:246)对英国化妆品公司 (Body Shop)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 (Royal 

Dutch/Shell Group)发布的社会报告进行比较分析时指出，虽然双方的语言使用存

在差别，但报告中都充满情感表达，有大量表示开放、关怀的词语和隐喻使用；

Branco et al(2014)对瑞典和西班牙企业的 CSR 文本进行了比较，发现各国对企

业官网中 CSR 信息的披露方式和内容存在差异；Tang et al(2015)通过定量内容

分析探讨了中美双方的领先企业如何在英文和中文网站上呈现不同的企业社会

责任主题和实践。Hetze & Winistörfer (2016)对全球 27 个国家 106 个大型银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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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英文官方网站的 CSR 内容进行了对比，比较分析了各大洲大陆不同国家在沟

通方式上的异同；Sulemena (2017)对八家非洲大型电信公司的 CSR 主题内容进

行了跨国分析，同样发现企业 CSR 话语表述存在显著差异。 

涉及到跨文化研究时，Hartman et al(2007)通过对 16 家美国和欧洲公司的企

业社会责任活动进行跨文化分析，发现双方在 CSR 的内容偏好和相关术语的使

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可以看到，上述文献的研究对象多为西方国家企业，有关

亚洲国家企业 CSR 话语的跨文化研究仍然有限。虽然亚洲对企业社会责任传播

的研究兴趣和数量与日俱增，但目前此方面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Chapple et al., 

2014)。亚洲语境中的相关跨文化研究如 Gatti & Seele(2015)选择了来自亚洲、欧

洲和美国的样本，探讨首席执行官在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传达企业社会责任的不

同动机；Vollero et al (2020)分析了 CSR 话语在亚洲国家领先企业网站的传播效

果，探究 Hofstede 的文化维度如何反映在 CSR 内容中，并比较了亚洲企业与国

际企业 CSR 传播话语的异同。涉及中国企业时，仅有如 Yu & Bondi(2017)采用

体裁分析法比较了意大利语、中文和英语CSR报告的语步结构和前瞻式(forward-

looking)话语表达；此外还选取 60 份由意大利、中国和美国银行和能源业公司发

表的 CSR 报告，调查其中直接引语的使用情况，并发现词语的选择和使用存在

跨文化差异(2019)。尽管上述研究对中国语境给予了关注，促进了学界对中国企

业 CSR 报告的了解与认知，但目前，中国企业的英文版 CSR 报告却仍被研究者

忽视。鉴于此，本文将选取中企英文官方网站的 CSR 报告，并与美企进行跨文

化对比分析。 

1.4.2 元话语跨文化研究 

元话语的使用受到广泛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会因语境的交际规范、话语

实践、修辞习惯和权力关系等因素而有所不同(Holmes, 1988) 。目前，跨语言和

跨文化的元话语研究已日益深入(付晓丽、徐赳赳，2012)，跨文化视角也是元话

语研究中的常用方式和重要研究角度(Carrió-Pastor, 2016)。正如 Hyland(1998)指

出，在多种体裁、语境下进行描写性实证研究对完善和发展元话语理论具有重要

意义。 

现有国内外的元话语对比研究以跨语言(cross-linguistic)研究为主，多针对学

术和二语语篇，涉及中美大学生英语议论文对比(曹凤龙、王晓红，2009)、西班

牙语与英语研究论文对比(Mur-Duenas, 2011)、土耳其和美国学生英文作文对比

(Çandarlı et al., 2015)、中西医英语科研论文对比(高芸，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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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元话语的跨文化研究而言，Abdollahzadeh (2011)对比分析了英美作者和伊

朗作者在英语论文结论部分元话语的使用情况，发现二者在互动元话语使用上存

在明显的跨文化差异。涉及到对商务体裁的跨文化研究时，Pérez(2014)探究了西

班牙和美国玩具企业网站元话语策略的不同及导致此种差异的文化因素。此外，

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外商务体裁的元话语研究进行了对比分析，集中于对年报股东

信的研究。如Liu (2017)以 41家美国公司和 37家中国公司的致股东信函为语料，

考察了样本企业中不同的元话语策略使用和修辞目的；Huang & Rose(2018)运用

基于语料库的对比分析方法，对中西方银行年报股东信中元话语标记语的主要特

征进行了分析，发现文本交互型和人际互动型元话语在西方股东信中的使用频率

均较高；Lee(2020)通过分析 100 家中国企业和 100 家美国企业年报中致股东信

内容，探讨了中美企业如何通过强势语(boosters)和模糊限制语(hedges)的使用实

现印象管理。研究发现，美国企业 CSR 话语使用的强势语和模糊限制语均多于

中国企业，作者将结果的差异性归咎为双方不同的文化体系。 

相较于国际研究，国内的元话语跨文化研究较为罕见，仅有如黄莹(2012)对

中西企业年报中致总裁信的元话语分布特征和聚类模式进行对比，从权力距离等

方面对结果进行了解读；胡春雨和李旭妍(2018)从修辞学视角出发，对中美 IT 行

业企业英文年报致股东信中元话语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对元话语资源的

使用数量较少，中国企业的体裁意识、语域意识有待增强，并从企业文化、国家

文化等方面对双方异同进行了阐释。 

从上述对商务体裁元话语的跨文化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均多选取企业

年报中的致股东信为语料，研究体裁较为单一且无法反映报告全貌。鉴于此，本

文将以从年报中独立出的完整版 CSR 报告为语料进行中美跨文化对比分析。 

1.4.3 研究小结 

(1)企业社会责任话语跨文化研究 

回顾文献发现，相关研究多为不同文化语境下企业 CSR 话语的比较研究，

涉及跨文化研究时，相关研究的对象仍多为西方国家企业，有关亚洲企业社会责

任方面的文献依然有限。尽管也有以 Yu & Bondi(2017)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企业

予以关注，增加了相关研究的中国视野，但中国企业的英文版 CSR 报告却仍被

研究者忽视。因此，本文将选取中企英文官方网站的 CSR 报告为研究样本，与

美企 CSR 报告进行跨文化对比分析。 

(2)元话语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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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话语的使用受到广泛的社会文化语境制约。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以跨语言

(cross-linguistic)研究为主，对元话语的跨文化研究也有一些成果产出。涉及到对

商务体裁的跨文化研究时，国内外研究的体裁仍较为单一，主要选取企业年报中

的致股东信作为样本。虽也有学者进行了中美对比研究，但仍缺乏对 CSR 报告

体裁的关注。此外，国内元话语跨文化相关研究尤其不足，值得引起重视。因此，

本研究将在上述企业社会责任话语跨文化研究和元话语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选

取中企英文 CSR 报告与美企进行跨文化对比分析，旨在从跨文化层面对双方的

异同进行深层次探析阐释，力求丰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视角和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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